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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玺 1，郑 澜 1，张耀军 2

（1. 莆田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莆田　351100；2. 中国人民大学 应用经济学院，北京　100872）

摘要：在人口负增长的时代背景下，正确认识人口红利问题是准确把握新时代我国人口与经济关系

的重要前提，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既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指导原则，也是审视人口

综合红利的全新视角。从内涵特征看，新时代的人口综合红利理论是在发展基础、核心理念和价值追求

等方面对传统人口红利理论的延伸和拓展，立足于我国新的历史方位和发展进程，以人口数量、结构、素

质、分布等人口条件为基础，以新发展理念为导向，通过政策措施的适应性调整从而培育、巩固和收获人

口优势，推动人口与经济系统内部均衡和外部协调，为推动实现人口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口

基础和支撑，其基础是“人口”，关键是“综合”，核心在“红利”，具有系统性、阶段性、统一性的特征。从内

在逻辑看，人口的总量规模、年龄结构、综合素质、空间分布等是人口综合红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当

前依然存在人口综合红利释放的现实阻碍，但应立足于人口与经济的双向互动关系，利用人口现有优势

和人口转变机遇，充分发挥人口因素在助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在中国式

现代化进程中，既要立足当下人口负增长的现实，充分挖掘和利用现有人口条件，也要放眼未来人口发

展趋势，积极挖掘、培育人口结构优化红利、人口素质提升红利和人口合理分布红利，以相关政策制度的

调整完善为路径，引导人口发展符合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理念需求，积极回应人口发展的趋势

性特征和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通过进一步完善生育养老政策、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优化城镇格局体

系，以人口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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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纵观人口学与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

20世纪 70年代以来，在经济社会发展和政策调控引导的双重作用下，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实现了

由“高出生率、高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增长率”的历史性转变。在人口转变的过程中，劳动年龄

人口比重的持续提高为我国的经济增长创造了有利条件，通过扩大就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人

口中的劳动力比较优势被充分利用，助推了经济快速增长［1-2］。人口转变过程中出现的劳动年龄人

口比重较高、总抚养比较低，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现象被称为人口红利［3］。这一概念自从被提出

之后，逐渐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同和广泛使用。然而，由于我国总和生育率长期保持在低于更替

水平的状态，较高水平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并不是一种长期稳定和可持续的人口状态。2010年，我

国15~64周岁人口比重在达到峰值后转入下降阶段，2023年仅为68. 3%，相比2010年的74. 5%下降

超过 6个百分点。相应的，人口总抚养比由 2010年的 34. 2% 持续增长至 2023年的 46. 5%，人口总

量也于 2022年正式步入负增长时代（图 1）。劳动力供给相对不足已经成为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过程中面临的主要矛盾［4］。

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高速增长之后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重大转型。2015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为新时

代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向［5］。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

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6］，这是基于我国经济发展条件变化作出的重大判断，其中人口发展

状态的变化则是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一方面需

要从客观上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作为指导经济发展方向和评价经济发展状态的“标尺”，

另一方面也需要从主观上将新发展理念作为塑造经济发展基础和优化经济发展条件的“指针”。

人口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也是影响经济发展的基础要素和关键变量［7-8］。在人口负增长背景

下，关于人口红利的学术讨论和社会关注愈发热烈，如何从人口这一最基础最能动的要素出发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如何基于经济发展目标创造有利的人口条件，这是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必须

要回答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要正

确认识人口红利问题”［9］。贯彻落实这一要求需要具有更全面、更系统、更深入的学术支撑，既要遵

图1　2000—2023年我国总人口、15-64周岁人口比重及总抚养比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24》，https：//www. stats. gov. cn/sj/ndsj/2024/indexch.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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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也要紧密结合我国发展的现实国情，充分发挥人口经济政策的调控

引导作用，以挖掘利用和培育塑造人口综合红利为路径，助推人口与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因此，在新发展理念视角下，基于我国人口与经济发展具体国情，深刻理解新时代人口综合红

利的丰富内涵和主要特征，准确把握人口综合红利助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在人口负增长背景

下明确人口红利的挖掘、培育和利用路径，积极回应关于人口红利的学术争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构

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口红利理论体系、促进人口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

意义。

一、新时代人口综合红利的内涵与主要特征

（一）传统人口红利概念的演进与局限

西方学者David Bloom等人在研究东亚经济增长奇迹时率先提出“人口红利”的概念，用来描述

较高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所形成的经济增长优势以及产生的经济增长效应［3］。此后，人口红利这

一概念逐渐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学和人口学的研究，成为理解人口与经济之间关系的核心概念。

2004年，我国学者将人口红利的概念引入国内，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

上得益于收获了潜在的人口红利［1］。尽管在人口红利的测算和期限等方面存在观点争议，但学术

界普遍认为人口红利的兑现并非自发的，而是人口结构条件和经济增长方式相互适应的结果，合适

的经济社会政策在这一过程中不可或缺［10-13］。

随着我国老龄化的迅速发展，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不断下降，总抚养比也出现了由降转升的方向

性变化，引发了对于传统人口红利消失的担忧［14］。与此同时，我国城镇化快速推进，高等教育规模

不断扩大，人口的大规模集聚流动以及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成为解释后人口转变时期经济持续增长

的重要因素［15-16］。人口发展过程中新出现的有利条件推动人口红利的相关研究日益丰富，逐渐进

入延伸阶段和拓展阶段，呈现出多元化、多层次化的特征［17］。一方面，人口年龄结构依然被视为人

口红利的重要来源，一些学者从生命周期理论出发，指出人口老龄化可以通过促进消费和投资深化

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并据此提出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概念［18-20］；另一方面，性别结构、人口素质、人口

分布等其他人口条件被纳入人口红利的理论分析框架，性别红利［21］、长寿红利［22］、人口质量红利［15］、

配置型人口红利［23］等广义人口红利概念相继被提出，从不同角度阐释人口条件促进经济增长的潜

在机制与实现路径。

回顾已有研究，尽管对人口红利的概念阐释在不断丰富变化，但在研究范式和研究视域上依然

存在偏差，部分核心议题需要在理论层面进一步深化阐释。第一，研究的碎片化、片面化削弱了人

口红利理论的解释力度。人口发展不仅包括总量、结构的演进变动，也包含素质、分布的优化调整，

并且人口影响经济的渠道路径是多元的，这意味着同一时期人口对经济的影响可能同时存在有利

条件和不利条件，犹如硬币的两面。若只关注其中一面而忽视人口的整体影响，简单地用过去传统

的人口数量红利或人口负债来表征人口对经济的影响，不利于对人口与经济关系的准确把握。第

二，在价值层面过度强调人口的工具属性而忽视人口的目的属性。在传统人口红利研究中，人口通

常被作为经济增长的解释因素，政策应用则把人口单纯看作服务于经济增长的工具，缺乏更深层次

的价值探讨，很少将人口高质量发展作为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依然着眼于

经济的数量增长。究其原因，人口红利作为诞生于西方的经济学概念，在本土化的应用过程中存在

一定程度的依赖性和滞后性，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和目标要求尚缺乏及时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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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深入的互动和对话。

（二）新时代人口综合红利的内涵

与传统和广义的人口红利概念相比，新时代人口综合红利虽然同样强调人口在经济增长过程

中的作用与贡献，但在理论内涵和政策实践上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既体现了人口转变与经济发

展的客观规律，也反映了人口与经济发展理念的深刻变革（见表1）。

在理论内涵方面，传统人口红利理论基于人口转变理论中的人口再生产类型变化，主要关注人

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强调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然而特定人

口转变阶段产生的这一暂时性优势在理论层面是不可持续的，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传统人口红利

理论对老龄化背景下经济增长的解释力度极大弱化。广义人口红利理论则基于生命周期理论和人

力资本理论，从结构、质量、分布等角度丰富和拓展了传统人口红利概念，强调人口可以通过推动资

本深化、促进技术创新、提高生产效率等间接机制和途径促进经济增长。人口综合红利理论基于高

质量发展理论和新发展理念，关注全人口要素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强调不同人口条件在经济

发展过程中的补位效应和协同效应，在价值层面强调人口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工具属性与目的属性

相统一。

在政策实践方面，传统人口红利研究聚焦于经济起飞阶段，强调劳动力数量投入在经济快速增

长中的作用，由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这一时期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政策导向通常落脚于改善制度与

交通条件以促进劳动力充分流动与就业。广义人口红利聚焦于经济转型阶段，为适应资本密集型

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需求，主张通过增加教育投入和加强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管理，促进人力资本

存量的上升以及人力资源的有效配置。人口综合红利聚焦于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围绕新发展理

念和新质生产力的实践需求，在注重教育建设和流动人口治理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投资于人”的

全生命周期人力资本政策，包括儿童发展、女性就业、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等，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同时兼顾人口高质量发展。

综上，人口综合红利是对传统人口红利概念的衔接、延伸和拓展，其内涵和外延更加丰富，既是

一种条件、状态，也是目标、旨归，其基础是“人口”，关键是“综合”，核心在“红利”。从组成看，人口

综合红利主要包括人口数量红利、人口结构红利、人口素质红利和人口分布红利。新时代的人口综

合红利应该放在我国人口与经济历史性“双重转变”的背景下来认识，放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的发展理念下来理解，放在人口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下来把握。概括起来，新时代人口综

合红利指的是在我国新的历史方位和发展进程中，以人口数量、结构、素质、分布等人口条件为基

表1　传统人口红利、广义人口红利与人口综合红利的理论与实践演进

理论内涵

政策实践

理论基础

作用机制

理论视角

价值导向

发展阶段

产业结构

政策工具

核心目标

传统人口红利

人口转变理论

直接贡献

单一、单向

人口工具属性

经济起飞阶段

劳动密集型产业

促进劳动力充分流动与就业

经济规模增长

广义人口红利

生命周期理论、人力资本理论

间接机制

多元、单向

人口工具属性

经济转型阶段

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

增加教育投入和加强劳动力跨区
域管理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人口综合红利

高质量发展理论、新发展理念

协同效应

多元、双向

工具与目的属性相统一

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

知识密集型产业

“投资于人”的全生命周期人力资
本政策

经济与人口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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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以新发展理念为导向，通过政策措施的适应性调整培育、巩固和收获人口优势，推动人口与经济

系统内部均衡和外部协调，为推动实现人口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口基础和支撑。

（三）新时代人口综合红利的主要特征

新时代人口综合红利呈现出丰富的内涵，不仅局限于人口或经济本身，还包含着人口与经济的

内部外部、主体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兼具独特性和复杂性。根据人口与经济的发展规律，结合我

国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具体国情，可以归纳出新时代人口综合红利的鲜明特征。

1. 系统性

新时代的人口综合红利既关注人口系统和经济系统本身，也强调两者的相互关系以及与其他

系统的相互关系。从人口系统看，尽管人口规模转向负增长，但人口整体素质不断提升，人口流动

交往日益频繁。2000年至 2023年，我国研究生毕业生数量由 5. 9万人增长至 101. 5万人，并且增长

速度不断加快，2023年同比增长超过 15万人；人口城镇化率则由 36. 22%增长至 66. 16%，增长近 30
个百分点；2023年的城镇人口达到 93 267万人，相较 2022年新增近 1 200万人（见图 2）。人口数量

规模的增减变化、年龄性别的结构演变、劳动素质的提升改善和空间格局的流动变迁等因素之间的

关系相互交织、错综复杂，直接决定着人口综合红利的基础。从经济系统看，既包括了劳动者、劳动

资料、劳动对象等生产力要素，也包括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各个环节，存在广泛的联动、叠加

效应，影响着人口综合红利的兑现和收获。从两者的关系看，人口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以生产力要

素的形式参与经济活动的全过程，同时，经济活动也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而服务于人，这是

生产力发展的目的性意义所在［24］。除此之外，社会、资源、环境等系统的发展演变也会对人口与经

济产生传导效应，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形成理解人口综合红利的庞大系统。因此，新时代

的人口综合红利不是简单的、独立的存在，而是系统的、综合的存在，应坚持系统思维和综合视野将

人口、经济以及其他系统的要素和环境联系起来，推动实现人口与经济系统内部均衡和系统外部协

调的有机统一。

2. 阶段性

人口转变理论根据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的变化将人口再生产划分为不同的阶段。在

人口再生产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转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过

程中，出生率的下降通常滞后于死亡率，使人口数量快速增长，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也随之提高，这是

图2　2000—2023年我国研究生毕业生数量及人口城镇化率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24》，https：//www. stats. gov. cn/sj/ndsj/2024/indexch.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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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传统人口红利的基础［14］。根据经济成长阶段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从起飞阶段到走向成熟

阶段，从大众消费阶段再到超越大众消费阶段，不同阶段的条件要求和主要目标存在显著差异［25］。

从发展实际看，2000年以来我国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均经历了深刻的阶段性变化。以第二产业为

例，第二产业比重在 2011年至 2016年经历了快速下降阶段，之后逐步稳定在 38%~39%的水平；第

二产业就业人口比重的变化虽然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但同样呈现出“增→降→稳”的阶段性变化，在

2012年达到 30. 4%的峰值后，逐渐下降并稳定在 28%~29%的水平（见图 3）。人口与经济的阶段性

变化是理解人口红利的现实基础，新时代的人口综合红利阐发于我国人口与经济两者均跨入新发

展阶段的时代背景，同时在发展基础、研究理念和价值追求上意味着对传统人口红利理论的更新和

超越。当然，阶段性通常也意味着动态性和时效性，在不同发展阶段，人口条件基础是动态变化的。

当人口步入负增长阶段后，人口综合红利的主导因素将由原先的数量结构因素过渡转换为质量配

置因素；与此同时，经济发展目标由注重数量增长转为数量质量并重，佐以合适的经济社会政策，将

有效收获人口综合红利。如果忽视了人口与经济的阶段性转变，将会浪费这一“人口机会窗口”。

3. 统一性

新时代的人口综合红利是理解我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的重要理论纽带和中介，强调人口高质量

发展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统一。一方面，红利的产生离不开人口，人口是红利的基础，这意味

着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立足现有人口条件和经济发展目标，最大程度地挖掘和发挥现有人口条件

的潜力和优势，发挥积极作用，抑制不利影响，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经济高质量发展也

内在地包含着对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在发展过程中对现有人口条件进行优化塑造，通过政策

调节人口再生产、提高劳动力素质、优化劳动力配置，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实

现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除此之外，人口综合红利注重发展稳态与动态的辩证统一。人口

综合红利强调的人口与经济协调均衡发展不是绝对的静止的状态，而是相对当前阶段的发展条件

和目标而言，能够达到的人口与经济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相对稳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这种

稳态会发生变化，人口综合红利从本质上就是构建、打破、再构建稳态的过程中，不断追求和实现更

高水平上人口与经济协调均衡发展的动态过程。

图3　2000—2023年我国第二产业比重及第二产业就业人口比重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24》，https：//www. stats. gov. cn/sj/ndsj/2024/indexch.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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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时代人口综合红利助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

贯彻新发展理念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近年来，我国人

口少子化、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成因和影响日趋复杂，经济发展先后遭遇

了外部封锁打压和世纪疫情的不利影响，面临的风险挑战和不确定性因素日渐增多。贯彻新发展

理念是适应发展形势、破解发展困境、开创发展新局的必然要求和金石之策，同时也是利用和重塑

人口综合红利、实现人口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契机。立足于我国人口发展的现状与趋势，可以

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维度阐明人口综合红利助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并探讨制

约人口综合红利释放的现实阻碍，为推动新时代人口与经济协调均衡发展提供事实基础和理论

支撑。

（一）人口综合红利推动创新发展

创新是发展的不竭动力，人口是创新的主体因素。纵观人类的创新发展史，无论是科技创新和

产业创新，还是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都与人口密切相关［26］。我国人口发展为推动创新提供了有利

条件。一是人口规模巨大催生的创新。尽管我国人口转入负增长阶段，但 2024年年末的人口总量

依然高达 14. 08亿人①，人口规模巨大为创新发展提供了难以复制的规模优势［27］。巨大的经济市场

可以培育出规模大且互相竞争的企业，多样化、个性化和品质化的消费需求也刺激企业作出创新反

应，频繁的经济活动也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生产资料。二

是人才总量增长带来的创新。创新型人才是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口群体，也是支撑创新

持续发展的核心因素。近年来，我国人均受教育水平持续提高，各类人才资源总量不断增加，研发

人员总量多年保持世界首位，人才比例的进一步提升将直接作用于经济活动，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

供支撑和保障，推动各领域的变革创新［24］。三是人口流动集聚带来的创新。2024年我国跨区域人

员流动量约 645亿人次［28］，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67%①，人口流动集聚伴随着资金、技术、信息、思想等

生产要素的交流组合和优化配置，有助于增强创新力。

（二）人口综合红利推动协调发展

不平衡的发展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实现协调发展归根结底在于人的协

调发展，需要发挥人口因素在缩小差距、促进收敛、推动协调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一是人口素质提升

有助于缩小人的发展差距。作为经济活动中的基础单元和能动主体，人口综合素质的提升对于推动

经济协调发展意义重大。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人口的生产生活基础条件得到优化改

善，健康素质、知识素质和数字素质等综合素质全面提高，个人能力发挥和价值实现的机会更加均

等，为缩小发展差距奠定了基础。二是人口流动迁移有助于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在刘易斯二元经济

理论中，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持续流动不仅推动了城市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大再生产，而且有助于

缩小城乡差距［29］。当前我国的人口城镇化率仍在迅速发展，并且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具有较大的提升

空间，加之乡村全面振兴战略的实施，城乡发展的差距将会逐渐收敛。三是绿色行业就业人口增长

推动人口资源环境系统协调。近年来，随着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就业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绿

色行业就业人口规模快速增长。据统计，2019年我国城市绿色就业总数已超过 4 500万人［30］，为推

动“双碳”目标下的绿色经济发展、实现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产业人口基础。

① 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502/t20250228_19588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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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口综合红利推动绿色发展

绿色发展既是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要求，也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要求。新时代以来，我

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人口发展适应并推动了绿色发展。一是人力资本深化有助于绿

色技术创新。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绿色技术的创新应用对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轻环境污染发

挥着重要作用。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推动了人力资本积累和深化，创新型人才凭借知识、技能和创

造力开展绿色技术的创新和应用，从而推动绿色发展［31］。二是人口素质提升有助于推动绿色消费。

绿色发展的要求不仅体现在企业生产过程中，而且体现在经济消费活动中，受到人口的消费理念和

消费行为的影响。对于不同的消费者，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人口群体更易于接受绿色消费观念并开

展绿色消费活动。随着全民受教育水平的持续提高，实现绿色发展具备了更加坚实的人口基础。

三是人口老龄化倒逼产业结构升级。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使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在市场机制

作用下，传统的低效率企业将会被高效率企业所替代，从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与此同时，消费结

构也会随之发生深刻调整，与养老产业相关的医疗、康养、旅游等低排放行业快速发展，成为绿色经

济新的增长点［32］。

（四）人口综合红利推动开放发展

坚持对外开放是顺应全球化潮流、推动我国发展壮大的实践要求，除了经济贸易的往来、思想

文化的碰撞，人口的交流交往也是开放发展重要的组成部分。一是大规模人口交往推动开放发展。

2024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6. 1亿人次，同比增长 43. 9%，其中外国人 6 488. 2
万人次，同比增长 82. 9%［33］。人口跨境交往不仅促进了文化上的相互了解，而且也有助于推动餐

饮、住宿、交通等旅游相关行业的发展，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吸引全球资源要素。二是人口

素质提升推动开放发展。高素质人口通常具有更开放的思想和眼界，以更积极主动的姿态拥抱开

放、融入开放、推动开放，在开放发展中扮演着排头兵的角色。留学生群体是高素质人口的重要组

成部分，新时代以来我国的留学人数快速增长，2022年达到 105. 2万人，比 2021年增长 1. 3%［34］，留

学人员回流为推动教育开放和国家建设作出重要贡献。三是人口老龄化推动开放发展。2024年我

国 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过 2. 2亿人，占全国人口 15. 6%②，庞大的老年群体推动消费市场供给

的精细化，通过吸收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和经验，大力发展医疗康养、出境旅游等养老产业，推动养

老服务开放合作，促进银发经济繁荣。

（五）人口综合红利推动共享发展

共享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和归宿，新时代的人口综合红利不仅注重“利由人创”，而且也强

调“利由人享”，推动实现人口在经济发展中的工具属性与目的属性的统一。一是人口流动迁移推

动发展成果跨区域共享。人口由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的流动迁移本身就是追求美好生活、享用发

展成果的具体体现，并且作为资金、经验、技术、文化的载体，人口的反向流动也有助于推动发展成

果的扩散，使落后地区在此过程中受益。二是人口素质提升推动发展成果跨阶层共享。投资教育、

提升学历是中低收入群体实现阶层跃迁的重要途径，大力促进教育公平，提升弱势阶层接受优质教

育资源的机会，推动共享教育发展成果［35］。此外，高素质人口通常具有较高的收入水平和道德修

养，也是实现物质财富和精神文明共享发展的必要条件。三是年龄结构转变推动发展成果跨代际

共享。不同年龄群体之间在财富积累、精神情感、健康状态、生活理念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这种代

② 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502/t20250228_19588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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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差异通常会导致隔膜或分歧，但如果按照代际共融共享的理念，在家庭支持、老年照护、青少年发

展、就业指导等方面促进代际互补支持，有助于资源整合和共享发展［36］。

综上，人口综合红利助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关系如图4所示。

从发展现状和趋势看，我国人口依然存在诸多有利条件和机遇助推高质量发展，通过合适的人

口经济政策可以持续收获人口综合红利。然而，我国人口也面临着诸多内部挑战和外部约束，对人

口综合红利助推高质量发展产生负面作用，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

的压力超过机遇。根据预测，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在未来十年将进入增长的“快车道”，在2034年将突

破 4亿人次［37］。虽然庞大的老年人口规模有助于推动银发经济的发展，但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

也会提升劳动、资本等要素成本，并且挤压科技研发投入，从而对创新发展产生抑制效应［38］。第二，

人口教育素质在国际竞争中仍处于劣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大学

学历及以上人口在 25~64周岁人口中的比重仅为 18. 54%，与加拿大（59. 84%）、日本（54. 02%）、美

国（50. 05%）等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③。此外，我国科研人才规模结构与后备人才培养也

存在许多问题和不利因素，限制了人口素质红利的作用发挥［39］。第三，人口流动集聚的负面效应较

为突出。一方面，高素质人口在区域间的流动集聚不均衡，造成欠发达地区人才流失问题严重，削

弱了地区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40］。另一方面，人口向大城市的过度无序集聚造成了大城市病和环

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41-43］，对区域高质量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三、基于新发展理念构建人口综合红利的实践路径

人口发展取决于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与行动实践［44］，人口综合红利的收获同样依赖于科学合

理的政策路径。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既要立足当下人口负增长的现实，充分挖掘和利用现有人

口条件，也要放眼未来人口发展趋势，积极挖掘、培育人口结构优化红利、人口素质提升红利和人口

合理分布红利，以相关政策制度的调整完善为路径，引导人口发展符合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的理念需求，积极回应人口发展的趋势性特征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以人口与经济高质量

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③ 数据来源于OECD数据库，https://www.oecd.org/en/data/indicators/population-with-tertiary-education.html。

图4　人口综合红利助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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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完善生育养老政策，收获人口结构优化红利

适度的人口规模和合理的年龄结构是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基础。针对少子化、老龄化的人口

发展趋势，一方面要优化生育支持政策，维持适度生育水平，削弱人口快速下降的负面影响，另一方

面应挖掘老年人口的经济潜能，大力发展银发经济，激发新的人口年龄红利，推动人口与经济的健

康协调可持续发展。

一是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保持人口规模适度充裕。进一步完善保险、补贴、休假等生育支持

政策体系，增强政策的精准性，重点加大对农村地区及多子女家庭在教育、医疗、就业、户籍等方面

的政策支持力度［24］。大力发展普惠性的托育服务，提高服务的可及性和衔接性，鼓励用人单位针对

新手父母设置弹性工作岗位。推动婚育习俗改革，倡导育儿责任家庭共担，营造尊重生育价值的社

会文化氛围。

二是落实渐进式退休政策，缓解劳动力缩减的压力。开发顾问指导、家政服务、护理照料等劳

动强度较低、适合低龄老人的工作岗位，加强针对低龄老人再就业的技能培训和社会融入，让更多

具备工作能力且有意愿继续参加社会劳动的老人实现老年价值。同时，进一步完善老年就业人口

的劳动权益保障制度，通过签订用工合同、强制保险覆盖等方式，既降低企业用工风险，又能激发老

年人力资源潜力。

三是大力发展银发经济，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充分挖掘老年群体的消费需求和潜力，结

合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需求，结合数字智能产业发展趋势，大力发展养老、医疗、康养、文娱等产业集

群。拓展养老服务与产品供给，发展养老服务师、长期照护师等新工种和新职业，开发关联就业岗

位，提升养老服务供给的精准化、多样化、智慧化水平［45］。

（二）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收获人口素质提升红利

教育是提升人口素质、培育人力资源、收获人口红利的重要途径和手段。新时代以来，我国教

育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仍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建设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教育

体系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一是加强教育体系建设，全方位提升人口综合素质。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力度，大力发展学前教

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提高产业工人的技能水平和科学素养，激发劳动力的创新意识和创造能

力，推动劳动力质量数量替代。更加注重教育公平，促进教育资源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均衡配

置，畅通区域间人才交流交往机制，以“内育+外引”的模式提高优秀高素质人口的比重，夯实高质量

发展的人才支撑。

二是立足重大发展战略，加快培养复合型创新人才。结合制造强国、数字中国、“双碳”目标等

国家重大发展战略需求，推动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发布关键领域人才需求预测和紧缺程度

清单，引导高校重构跨学科课程体系，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改革人才评价机制，建立以创新价值、

能力、贡献为导向的评价标准和价值导向，大力培养复合型创新人才，为国家发展战略的落地提供

坚实的人才支撑。

三是完善政策制度支撑，深化高水平教育开放合作。立足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化需求，加强

同世界顶尖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交流，促进教育领域的优质资源共建共享。推动特色教育走出国

门，围绕跨文化沟通教育和前沿科技教育，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创新能力的开放型国际化人才。进

一步完善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就业扶持政策，优化海外人才服务体系，吸引更多优秀海外人才参与我

国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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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优化城镇格局体系，收获人口合理分布红利

人口跨区域和跨城乡的迁移流动有助于发挥规模经济效应，促进知识传播和人力资本积累，提

高劳动生产率并刺激消费，带来集聚效应。通过进一步扩大就业、降低城市落户门槛、引导人口有

序流动，以分布合理的人口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

一是通过扩大就业进一步提升人口向城镇的集聚水平。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基

础，构建差异化、互补式的人口集聚导向。在城市群和都市圈，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

等产业集群，创造高质量就业岗位。在中小城市和县域，重点发展特色农产品加工、乡村旅游等产

业，吸引本地劳动力实现就近就业。持续提高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重点解决养老托育、

就业服务等方面的短板问题，推动城乡协调发展。

二是通过交通建设和制度改革降低劳动力流动的成本。继续推动铁路网和公路网建设，通过

基础设施建设联通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为劳动力外出务工就业提供交通便利。聚焦流动人口

“市民化”的痛点，深化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进一步降低城市落户门槛，实施基本公共服

务常住地供给改革，推行以居住证和社保缴纳记录为主要依据的公共服务获取机制，充分保障流动

人口在子女入学、医疗保障、住房租赁等方面的平等权益。

三是通过优化国土空间规划最大化发挥人口集聚优势。依托城市群和都市圈建设的契机，形

成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布局合理、分工明确、优势互补的空间格局，探索跨区域的税收分享、用地指

标交易等机制，促进人口的跨区域流动集聚。针对人口收缩城市，重点围绕盘活存量空间、改善生

态环境、提升服务质量实施精明收缩策略，引导人口向中心城区、重点镇街有序集聚，实现高质量、

小而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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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hensive demographic divide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ew 
development philosophy： Characteristics， logic， and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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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face of negative population growth, correctly understanding the issue of demographic 
dividend is an important prerequisite for accurately grasp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s population and 
economy in the new era.  The concept of innovative, coordinated, green, open and shared development is not 
only a guiding principle for lead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but also a novel perspective for examining the 
comprehensive demographic divide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ts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the 
comprehensive demographic dividend in the new era is an extension and expansion of the traditional 
demographic dividend theory in terms of development foundation, core concepts and value pursuit.  It is based 
on China’s new historical orientation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takes population conditions such as size, 
structure, quality and distribution as the foundation, and guided by the new development philosophy.  Through 
adaptive adjustment of policies and measures, the demographic advantages can be cultivated, consolidated and 
reaped, promoting the internal balance and external coordination of the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system, and 
laying a solid demographic foundation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 concept of comprehensive 
demographic dividend is systematic, phased and unified, and its foundation is population, the key is 
comprehensiveness, and the core is dividends.  From internal logic, the total size, age structure, comprehensive 
quality,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population are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the comprehensive demographic 
dividend.  Although there are still practical obstacles to the release of demographic advantages, we can fully 
leverage the positive role of population factors in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by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existing demographic conditions and opportunities of demographic transformation based on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and economy.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we should not only 
realize the current reality of negative population growth and fully tap and utilize the existing demographic 
conditions, but also look to the future trends of population development, and actively explore and cultivate the 
demographic advantages of structure optimization, quality improvement and reasonable distribution.  We should 
take the adjustment and improvement of relevant policies and systems as the path to guide population 
development to conform to the demands of the new development philosophy, so as to actively respond to the 
trend characteristics of population development and the goals and task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By 
further improving policies on childbirth and elderly care,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strong educational 
system, and optimizing the urban pattern system,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 and economy can be 
realized and provide strong support for Chinese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new development philosophy; comprehensive demographic divide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population policy; Chinese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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